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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
相关史籍中对干旱的记录也相对较多而连续。
了解先人所经历的苦难与奋斗，鉴往知来，或许
对“科学发展”能有更多的感受吧。

记者从史籍和现代机构对历史的记录、总
结中，搜罗对干旱的记忆，胪列于此，以就正于
方家。

关于旱灾最早的文字记录

关于旱灾的确切记录，一直是人们关心的
问题。目前从专著和媒体报道，共有两种说法：
一是公元前711年，关于水旱灾害的专著多引此
说；二是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见于最近的
媒体报道。

查阅《春秋》可以知道，公元前711年“秋，大
水。”《山东主要自然灾害》将这一年定为“山东
水旱灾害记录的开始”是确切的，但引为旱灾的
开始，并不准确。

而公元前602年，确有“大旱”的记载，但还
有更早的记录，是公元前 7 0 7 年。《春秋》：

“秋……大雩。”这里面有个“春秋笔法”的问题：
雩而得雨，则记为“雩”；雩而不得雨，则记为

“旱”。
查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可以知道：雩有

二义，一为……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暵之雩，
此不时之雩。

《春秋》提到“雩”的，共21处。《左传》在这一
年说：“书，不时也”；此后都是：“旱也”、“旱甚”；
也有不解释的。所以，杨伯峻的结论是：“首言不
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

这样，基本可以确定：这次“大雩”之前，已
经发生过旱灾了。所以，这可能是山东最早关于
旱灾的文字记录。

但也有文字记录，并不是说旱灾是从那一
年发生的。各类古籍都有对远古干旱的记载，比
如，商汤有七年之旱，周厉王、宣王、幽王年间也
都有大旱的记录，宣王祷雨时，还做了感人的

《云汉》，载于《诗经》：“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

赫炎炎，云我无所”，遇到干旱无处可逃。
更远些的是神话系统，研究者一般认为，尧

时“十日并出”，分明是旱灾的记忆。闻一多曾解
释说，并非十日同出，而是轮出，在后世也有“日
色如赭”、“如血”、“无光”的记载。

帝王“舞雩”背后的真实

“雩”，金文中多作介词。西周时期开始变成
祈雨的仪式，《周礼·春官》说：“若国大旱，则帅
巫而舞雩。”后来学者解释说：“吁嗟求雨之祭
也”；也有解释作“远”的：春天雩祭望秋天的收
获，确实用心够长远。时至今日，曲阜仍有“舞雩
台”遗迹。

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旱灾
可以应对的有效办法其实很少，加上天人感应
的传统，所以，祈雨是常见的。远者如商汤，“素
衣白车，祷于桑林”，并且以身为殉；现代学者更
认为，燎祭起源于东部沿海地区。商汤祈雨，“已
而雨大至。”周秉德而兴，更是以雩为常祭，干旱
时更要“大雩”、“又雩”。民间则拜“龙”、“龙王”。

而后来的帝王、官吏更将此作为传统。一到
干旱季节，即行雩祭，遍祈山川鬼神，元好问有
诗说：“雩坛遍九州。”但其间不乏可笑之事：公
元558年，即当时占据山东等地的北齐的天保九
年四月，夏大旱，帝(高洋)以祈雨不应，“毁西门
豹祠，掘其冢”。公元962年，即辽应历十二年，
旱，辽穆宗“命左右以水相沃，顷之，果雨。”这简
直是泼水节之滥觞了。公元1264年，至元年二
月，东平等地旱，“分命西僧祈雨”，是不是“远来
的和尚会念经”？

祈雨能得雨吗？这是今人不言自明的事情，战
国时的荀子曾一语道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
也，犹不雩而雨也。”即使得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帝王们为何热衷于求雨呢？公元1313年，
元皇庆二年九月，天京师大旱，元仁宗“问弥灾
之道，翰林学士程钜夫举汤祷桑林事，帝奖谕
之。”这真有些善祷善祝的味道：商汤以身为燎
祷于桑林，仁宗皇帝也曾密室求雨。

“从来旱蝗两相资”

现代的研究者，多将干旱分为四个层次：气
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社会经济干旱。前
两者可以看成是自然现象，后两者是灾害。

从历史上看，山东既是农业较早发展的地
区，又因为处于暖温带季风区，降水一直偏少。
竺可桢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表明，如
果以灾害高发区为标准分析的话，从公元前到
东汉时期，旱灾高发区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
四省，这也是冀朝鼎先生指出的“基本经济区”。

从受灾时间、受灾范围及其造成的损失看，旱
灾是山东省最主要的灾害。据新中国成立前500年
来的史料统计，一般旱灾约5年发生一次，严重旱
灾约9年一次，特别严重的大旱灾约70年一次。

旱灾的影响，一般总结为：人员伤亡、巨大
财产损失、粮食减产乃至绝收、社会经济发展遭
到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但
历史记载，比这些概括要严酷得多。

干旱直接引起河竭泉枯，如伊、洛(黄河的
支流)绝而夏亡，“河、洛、江、汉皆可涉”、“民多
渴死”、“人或暍死(中暑而死)”等等。

但是，与一般灾害不同的是，干旱往往引发
一个灾害链：“从来旱蝗两相资”，旱灾与蝗灾往
往如影随形；旱、蝗引发饥馑、疫病、流亡迁徙。
野无青草，饿殍遍野、妻离子散，承受者是百姓。

山东的旱灾多，蝗灾也多。从历史典籍看，
春秋时代已是常事，此后更为严重：公元2年，

“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公元785年，“蝗
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蔽天，旬日不息，经
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饿馑枕道”，

“民蒸蝗，……去翅足而食之”。还有人做蝗：史
载，317年大旱，青州等四州螽蝗，后赵的开国皇
帝“石勒亦竟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

旱灾往往与疫病相连。公元467年，“旱，河
决。州镇二十七皆饥，寻又天下大疫”；公元547
年，“自是旱疫者二年，扬、徐、兖、豫尤甚；公元
612年，“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饥荒、疫病等灾难下的百姓生况，已不可详
考。但历史中偶尔透露的事实，已经让现代人惊
心动魄了。

商汤时代，已有民无糜而卖子女的记录；公
元前28年首见“民食榆皮”；“人民相食”自公
元109年始见于《后汉书》、随后有“人相食啖，白
骨委积”、“……经日而死者无降”、“……青徐
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百姓或饿死，
如公元946年，“曹州奏，部民相次饿死凡三千
人”；或逃荒，公元166年(后汉延熹九年)“青、徐
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或揭竿而起，逼上
梁山，早期如公元23年，因旱蝗“贼盗群起，四方
溃畔”、“……沂、密、兖、郓，寇盗群起”。

类似事情史不绝书，到后来基本成为一种模
式，而且时代越往后，灾越重，破坏性越大，崇祯大
旱及后来的战争，全国人口剧烈减少；1927年大旱，
引发山东民众背乡离井“闯关东”，当时政府限制
逃难，凭证件卖火车票，许多人沿铁路步行。

“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灾难史就是血泪史！我们今天在感叹中华
民族“多难兴邦”的伟大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
这“伟大”的基石是亿万百姓的牺牲。旱灾不过
是这些牺牲的一个侧面，而今天在回顾这些灾
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多少是天
灾？多少是人祸？

记者在整理关于灾荒资料的时候，既感慨
于先民艰苦卓绝、与天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不思
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
多少是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征服自然
得来的？更多的研究表明，历史愈往后，旱灾的
频率越高，烈度越大。唐宋以后，随时间推移和
农业扩展、过度开发、生态逐渐失衡而呈加快、
加剧的趋势。

在思考古代历史上那些惨痛记忆的时候，
我们更不能忽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破坏所引发的
报复，历史上的旱灾同样表明了这样的规律。往
者已往，但未来该如何做呢？

■ 沧桑齐鲁

“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 山东古代旱灾记忆

□ 本报记者 李鹏飞

自1264年以后，旱灾的记载增多。1264年-1367年(元
朝)的104年间，山东共发生旱灾32次；1368年-1643年(明
朝)的276年中，山东共发生旱灾167次；1644年-1911年(清
朝)的268年中，山东共发生旱灾243次。

重大旱灾记述如下：
1637年-1641年，崇祯大旱———
山东发生特大连续旱灾。1637年，有10多个州县志中

有“夏旱无麦”与“大旱米饥”的记载。1638年又连续发生
了大旱的蝗灾，“春大旱，井泉大竭，黄风时作，飞沙满天
(郓城最甚)”，“春大旱蝗落处树摧屋损，四月二十九日始
雨”，“七月夏蝗”。1639年，又继续发生大旱和蝗灾。《益都
县志》等记载：“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大蝗，岁大饥，
人相食，流民载道。”“夏四月蝗蝻入城如流淌，秋大旱，狼
入村镇，专噬人畜。”到1640年，又发展为全省性特大旱
灾，有48个州县记载“人相食”，如“春不雨，六月陨霜，十
月斗米二千，井泉涸竭，芽花不开，果不实，牛羊不孕，鸡
鸭不卵，妇人不孕，冬，人相食”(《菏泽县志》)；“春夏大
旱，百日风霜，秋无禾，斗米一两二钱，民间食草子树枝为
生，有父子兄弟夫妇相食者，惨状难悉，饥民为盗，蜂起焚
掠，四境萧然”(《莘县志》)……这次特大旱灾一直持续到
l641年，旱灾加虫灾，无麦无秋，“树皮皆尽发瘗而食”，饥
民“劫四境，杀戮甚惨”。

1665年(清康熙四年)———
全省107州县发生旱灾。《清实录》记载“山东六府旱

灾”，“济南、兖州、东昌、青州四府旱灾，麦田颗粒无收”为重
灾区，“登州、莱州二府麦田收十分之二三，秋禾亦间有播
种，饥民不至如四府之甚”为轻灾区。对重灾区“请旨散赈银
六万两，米六万石，尽发四府赈济”。对轻灾区“其登、莱二府
止免本年额赋”。《济南府志》记载“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
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
自前一年九月以来干旱少雨雪，入春以后更加干旱，

直到阴历六月始见雨，麦季无收，全省78州县被灾。《潍县
志》记载“春夏大旱，四十九年秋九月不雨至是年秋七月，
大蝗。人有不辨路径为蝗所食者。”《菏泽县志》记载“春无
雨，至于六月始雨，岁大饥……城隍庙穷民就食者五六千
人，至明年五月止”。《黄县志》记载“春飓风连月，损濒海
麦苗，夏六月大热，人多渴死……秋大旱”。

1875年—1878年(清光绪元年至光绪四年)———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山东省境内海丰、阳信、沾

化、利津、滨州、济阳、齐河寿张、濮县、郓城、巨野、济宁、
曲阜、滋阳(今兖州)、邹县、宁阳、费县等州县春夏连旱。
1875年(清光绪元年)，全省共有38个州县因旱成灾.《齐河
县志》记载：“春夏旱无麦，秋歉收，冬无雪”；《齐东县志》
记载：“民饥，树皮草根采食殆尽”。1876年成灾州县达97
个，形成全省性特大旱灾。《齐河县志》：“春大饥，草根树
皮食之为尽……秋歉收，大疫，死之甚众。”1877年，由于
连年荒旱，疠疫流行，死者无算。

1927年—1929年(民国16年至民国18年)———
据《中国救荒史》记载，1927年全省有94个州县成灾，

“鲁大蝗，旱灾尤重，受灾者九百万人”。《临邑县志》载：
“雨水愆期，飞蝗过境，夏禾苗枯槁颗粒不收者居多”；《曲
阜县志》载：“凶旱，皆大饥”；《冠县志》载：“大旱，禾尽，大
饥”。1928年，“春夏大旱，禾苗半枯死，民不聊生”，全省84
个州县成灾，全国21省1093个县，灾民在七干万人以上。
1929年全省有100个州县成灾。

从明、清和民国时期几次特大干旱来看，其主要原
因，固然是由于连年干旱少雨，如“自春夏无雨”、“自正月
至七月亢阳不雨”造成的，但当时水利设施很少，遭旱灾
后，政府又未及时组织人民群众抗灾自救和采取赈济措
施，也进一步加重了灾情。

(辑自《山东水旱灾害》、《山东水利史稿》等)

·相关链接·

历史上的山东重大旱灾
□ 李鹏飞 整理

丹江口水库——— 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它位于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的河南南阳
淅川县。这里也是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水源地。

在丹江口水库西岸的淅川县仓房镇，原有
一座佛教寺院香严寺，它分上、下两处，上寺在
山上，下寺则在顺阳川中。这里既有群山拥靠，
又有丹水相护，可谓一块风水宝地。

四十多年前，这里修建了丹江口水库，丹江
沿岸最宽广的河谷——— 淅川县有名的“四十五
里顺阳川镇”变成了一个水下世界。

当地传说中埋有无数宝物的下寺龙城遗址
的神秘身影，也悄无声息地淹没水底。浩淼的丹
江水成了遮挡历史的迷雾……

□1977年夏，淅川县一连数月滴雨不见，庄
稼枯萎，田地干裂。这已经是南阳地区持续干旱
的第三年。这年秋天，严重的旱情使淅川县的丹
江口水库极度枯竭，甚至连淹没多年的龙山山
脊都露出了库区的水面。

有一天，淅川县仓房公社的两个渔民正在
龙山南端的水库岸边像平常一样撒网捕鱼，当
渔民开始慢慢收网时，鱼网突然变得出奇地沉
重。

当两个渔民费尽全力将鱼网小心翼翼地拉
上小船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把他们惊呆了：渔
网拉上来的居然是一兜黑乎乎的铜器。其中，有
铜簋、铜壶、铜盘……

见此情景，两个渔民欣喜若狂。因为，他们
知道这些古物的价值。接着，他们又一连撒下三
网，网网如愿以偿。后来，他们把这些古物卖给
了文物贩子，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一天，仓房公社几个放羊的小孩正在下寺
龙山山脊的水库岸边嬉戏，以至忘记了照看他
们的羊群。

忽然间，“呼腾”一声闷响，距这些小孩不远
处的水库岸边突然坍塌下去一个黑沉沉的大
洞。随着水浪的不断冲击，坍塌的坑里渐渐地显
露出一些黑色的东西。

这些铸有同样花纹而形状不尽相同的神秘
器物，紧紧地吸引着孩子们既恐惧又惊奇的目
光。这难道就是大人们经常说到的水中宝物吗？

最后，这些孩子把这些宝物一件件地从水
中捞了出来，高兴地带回了家。

据说，像这样的“奇闻怪事”在当时的淅川
县仓房公社丹江口水库一带流传很多……

□位于河南南阳最西南角的淅川县南部与
湖北省相毗邻，向西和陕西省接壤，北依伏牛
山，向东可以俯瞰南阳盆地，丹江和淅水南北贯
穿全境。古文献中所说的“丹淅之地”就是这里。

仓房公社地处丹江口水库的西岸，远离淅
川县城西南大约50公里。

1977年10月的一天，仓房公社的几个社员

又在下寺龙山南端意外地发现了一座被水不断冲
刷且破坏严重的古墓，并在岸边水中捡到了一些
青铜器和玉器。

颇具文物保护意识的公社领导，一方面把这
一情况马上汇报给了县里的文管会，一方面派有
关人员前往墓地收集散失文物，并指定专人保护
岸边现场。

随后，时任淅川县文化馆分管文物的副馆长
张西显，马上带人前往仓房公社展开实地调查。

经调查判断得知，这是一座春秋中期墓葬，其
正东方水下有一个古城遗址，被当地群众称之为

“龙”城。
张西显与同事们本来打算进一步清理古墓现

场，但是由于龙山山脊四面环水，根本无法进行钻
探和发掘，无奈他们只好暂停对墓地的清理。

1978年5月，当丹江库区水位再次下降时，为
了进一步掌握这一带墓葬的分布情况，张西显等
人首先对下寺附近的龙山山脊以钻探的形式，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

结果，他们发现这一带的地下古墓星罗棋布，
排列有序地分布在龙山岗上，这里极有可能是一
处春秋时期的大型墓地。

张西显等人返回县城后，文管会把有关情况
及时地向省文物部门作了详细汇报。没过两天，试
掘专款就直接拨到了淅川县。后来，库区水位稍一
下降，他们就去发掘。

第一阶段发掘期间，丹江口水库的涨落直接
影响着考古工作，每当水落了考古就抓紧进行，水
涨了考古就被迫中止。这样的考古发掘环境从
1978年5月一直持续到10月。

□这一年，淅川下寺古墓群居然发掘、清理出
了数以千计的楚国文物。特别是其中一个编号为
M2号墓的发掘结果，更是令考古人员叹为观止。

M2号墓葬虽然也曾被盗掘，但是，这次发掘
墓内仍出土包括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玉饰等

器物达6098件，仅带有铭文的器物就多达69件。
在M2号墓中，一套形制相同、大小递减的

青铜鼎更是令人激动不已。因为，这些鼎内的铭
文都涉及“王子午”三个字。

铭文中全面记录了王子午一生的功德，大
意为：楚康王某年元月丁亥这一天，王子午选择
了精美的黄铜，铸造了礼器升鼎，用来祭礼祖先
文王，用来乞求长寿。

王子午的实际职务叫令尹。所谓令尹，就是
楚王底下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按照
古代礼制，鼎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身份的象征，在
礼器中处于首席的地位。

一旦刻上名字就不能随便送人。除享用终
生外，死后还要陪葬在自己的墓中。所以，发现
了鼎的主人也就等于找到了墓主。

令尹子庚以七鼎之礼随葬，表明了他在楚
国地位之高。那么，这个墓主应该就是王子午。
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推测。

不久，这里又发掘出土了陪葬的6车19马的
大型车马坑，这进一步确定墓主肯定应该是侯
爵一级的贵族。这与王子午的身份是相符合的。

王子午去世的公元前559年，楚国国都已迁
郢都很久了。像王子午这样赫赫有名的王室贵
族，死后不葬在郢都，却为什么要葬在离郢都千
里之外的丹江流域龙山岭上呢？

□丹江是楚国文化的发源地，长期以来，对
楚文化的研究一直局限在湖北。由于没有出土
过珍贵文物，楚国始都丹阳城的位置究竟在何
处一直争论不休。

在人们印象中，楚国发祥于江汉平原，楚国
最为辉煌的历史发生在江汉平原，这点似乎史
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今天看来，地处偏僻、经
济相对落后的丹江口库区，真的会是楚国始都
的所在地吗？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人初居

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
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楚国始都丹
阳城究竟在何处呢？

当淅川下寺楚墓群被发现，众多的楚墓、令
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里
是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可
能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楚国最初的封地丹阳。

由于早期楚国考古资料有限，文献史籍记
载与现代地名又难以对应，在发现淅川下寺楚
墓群后，专家学者们形成了两种观点，即“封地
说”和“归宗说”。

“封地说”认为，被淹没的顺阳川是王子午
封地，死后葬在自己封地是很正常的事。“归宗
说”认为顺阳川就是楚国最初的封地丹阳，龙城
很有可能是楚国始都。

在学术界此消彼长的争论声中，“封地说”
和“归宗说”一直相持不下。

1979年，下寺楚墓群的发掘终于结束了，一
系列猜测也都随着发掘的结束而陷入沉默。

□就在淅川下寺楚墓群发掘10年后的1989
年秋，丹江口水库再度因干旱大面积缩减水面，
水位大幅下降，距下寺墓区不远的一些古墓葬
又一次神秘地露出了水面。

特别在枯水期，暴露出的古墓轮廓十分清
晰，随处可见。在文物贩子高价收购文物的诱惑
下，一时间，仓房一带盗墓成风。

抢救发掘已刻不容缓。1990年2月，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了省、地、县三级联合文物
考古队对这片墓区进行抢救性发掘。

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和尚岭、徐家岭墓地。和
尚岭也是龙山岗上的一个小岭，它的位置较下
寺岭楚墓的位置略高。

在原本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号墓仍

淅川楚墓
然给发掘者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墓中出土的两件升鼎
的底部刻有四字铭文———“克黄之升”，“之升”表明这个
鼎就是升鼎，那么“克黄”是谁呢？

与此同时，又一个关键证据意外地出现了。
原来，淅川县公安部门在打击盗掘活动时收缴的文

物中，有属于这个墓所出的鼎、方壶等。其中两件方壶上
同样铸有“克黄”字样，这为进一步证明墓主是克黄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

不久，经过古文字专家对铭文的解读，原来，这里真
的埋藏着众多的楚国王族显贵。

《左传》记载过一个叫箴尹克黄的人。“箴尹”用现在
来说相当于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古代封建社会叫谏官。而
这个官名叫克黄。

从这个墓出土的“克黄之升”和“克黄之壶”，应铸造
于公元前605年前，这个时代为春秋中期。所以，专家以此
来判断克黄升鼎是目前发现的楚国最早的升鼎。

王子午和克黄都是楚国高级贵族，都担任过重要官
职，他们的墓葬相距不过区区四百米！这么小的区域绝对
不可能是两大贵族的封地。

□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又该怎么解释
龙城周围的这大批楚墓群呢？

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全面发掘后，再次引起了史
学界、考古界的极大关注。目前仅发掘了100余座墓就出
土文物14000多件。

这里的青铜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居全国之最。奇
绝、灵秀的楚文化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特色，令人震撼。

其中一件霸气十足的云纹铜禁重达90多公斤，呈长
方形，类似于后世的茶几和案子，四周以透雕的多层云纹
做装饰，禁身的上部还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

整个器物似是腾云驾雾般灵动活泼，造型设计得错
落有致，铸造工艺精湛而奇巧，产生出神秘而鲜明的楚风
神韵，令人叹为观止。

云纹铜禁主要用作尊、壶类酒器的器座。铜禁在传世
器和考古中都很少发现，而这件可算得上是禁类青铜器
中的精品。它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用失蜡法铸造的
青铜器。

另外还有26件一组的形制相同、大小相似的王孙诰
甬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套春秋编钟。经测试这
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清晰。

今天，它们仍能够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曲……
一座座贵族墓地的发掘，一件件惊世文物的出土，丹

江口水库区域已成为研究楚文化绕不开的话题。现在，不
少学者认为，这里的淹没区很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楚
国始都丹阳城。

1967年11月蓄水的丹江口水库，是在特殊历史背景
下开工的，大坝建成后，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代文化
遗址被淹没于水库之中成为永远的遗憾。

2011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丹江口库水，或
许将消落到历史的最低点130米，届时这里一批重要的文
物遗址都会暴露出来。

人们相信，随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
的全面开展，这里不断会有惊人的发现……

王子午升鼎出土 和尚岭克黄升鼎 云纹铜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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